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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牛痘局：从慈善到防疫

早期的牛痘公局

曾国藩家书中言及的“牛痘局”，是
1828 年设于北京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
京都种痘公局，“广东京官” 是粤籍翰林
院编修曾望颜。 鸦片战争之前牛痘输入
中国的路径， 是与清廷对外开放的一口
通商贸易格局息息相关的。 牛痘术最早
在广东传播， 从事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
率先接触和接受该法， 并招募人学习种
痘术、刊刻种痘书籍。南海人邱熺是早期
学习施种牛痘术的中国人之一， 他将种
牛痘的方法“笔之于书”，这就是后来影
响颇大的《引痘略》一书。此后，牛痘术迅
速传播开来，从广东北上至两湖、江苏、
江西、京师、天津等处。 重要标志就是在
各地纷纷设立牛痘局，延医种痘。

1828 年的京都种痘公局是典型的
早期牛痘公局。从组织形态来说，它是行
善举的善局，延续了明清以来善堂、善会
等慈善组织的传统， 主要目的是为了造
福地方社会。从组织者来看，是由乐于公
益事业的官员和地方上有名望的绅商联
合发起， 解决其经费及信任度等诸种事
由。 除了发起者之外， 尚有数名管理者
“按期轮班到局”， 并且特聘“慎重者两
人，在局专司引种之事”，此外还有长班
杂役。 种痘公局自然是以为婴童“种痘”
这一慈善之举为最要之务。不过，京都种
痘公局也将传播牛痘术视为己任， 在局
章中特别声明：“有愿学者，按期到局，以
便指点部位，用刀之法，局中送书一本，
刀一把。 ”

同为京畿之地的天津， 地方绅士华
光炜读过邱熺的《引痘略》之后，“知引种
牛痘，其效甚速，可免婴儿花痘之厄”。遂
在天津盐商的捐助下，于 1852 年创设保
赤堂牛痘公局，坐落于津门城内鼓楼南。
保赤堂牛痘公局一般在每年春季施种牛
痘，到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停止。凡欲施
种的家庭，先到牛痘局挂号，预定种痘的
时间，到期风雨不改，持票为证。 种痘之
后附送痘后宜忌章程，一律分文不取。

早期的牛痘公局， 除了京都种痘公
局和天津保赤堂外， 还随着牛痘术的传
播，零星见于各地。光绪《续纂句容县志》
记载， 该县在道光年间即由知县王检心
和教谕张履倡捐设立牛痘局，“延丹徒王
新吾刺种”。光绪《金陵通传》中记载南京
于道光年间“倡设牛痘局于诸葛祠”。 光
绪《重修安徽通志》中记载，合肥人戴鸿
恩曾经“捐设牛痘局十有六年”。 总体来
看，这一时期牛痘公局的开设，是与牛痘
术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互相印证的。

同光年间普遍开设

同光年间， 各地开始普设牛痘局用
于预防天花。 相比道咸两朝早期牛痘公
局的创立， 这一时期的牛痘局开始渐具
官方色彩， 很多局都是地方督抚或者府
厅州道县主政官员提倡设立。 开局的运
营经费中不再单纯由官绅个人捐助或地
方社会力量承担， 增加了官府公费拨款
这一项。 光绪年间的《点石斋画报》称牛
痘官局能够普立是因为“各省大吏知其
有利无弊，饬属筹费设局，如法实行”。

1862 年，上海天花一度流行，时任
苏松太道应宝时在城隍庙内设官立牛痘
局，每周开放四天，免费种痘。 之所以设
在城隍庙内，是考虑到其周围贫民众多，
果然前来引种者甚多，“日辄数百”，不仅
服务上海贫家婴孩，还辐射江浙皖数省。
主持种痘事宜的是黄春圃， 他热心种痘
事业，执业长达四十余年。 王韬曾称赞：
“先生黎明即起，终日奔走，无问风雨寒
暑，恒至夜分不息，忘餐废寝，从无几微
厌倦之色。 ”

得风气之先的江南各地也纷纷于同
治光绪年间开设牛痘官局， 翻看江南各
地方志，对此多有记载。 譬如，1869 年，
高邮“奉各宪札发牛痘书，通饬各州县遵
照举行”，创设牛痘局。 太仓州镇洋县由
知州蒯德模在隆福寺创办牛痘局；1882
年， 青浦县由知县吴康寿筹办牛痘局；
1886 年，泗阳县牛痘局由淮阴医生马少
北创办；1887 年， 江阴县牛痘局由知县
许之轸创办……至光绪三十年（1904
年），江南牛痘官局渐次普及。

西北也在这一时期推进牛痘官局的
创设。 甘肃兰州早在咸丰年间，就由进士
吴可读募捐创设牛痘局。 在《创设牛痘局
启》一文中，他号召地方士绅助力造福乡
里。“敢告仁人共成义举，从此泽流金郡，
家无哭子之哀。 ”1881 年，陕甘总督杨昌
浚于兰州城隍庙正式创设官办牛痘局。
1883年新疆建省前夕， 正值传染病天花
流行，处理新疆事务的各善后局委员呈请
首任巡抚刘锦棠， 仿照内地设局点种牛
痘。刘锦棠在奏疏中称：“查牛痘之法本极
妥当，凡是早经种过者多不再发，即间有

传染亦极轻微，并无险症，历试不爽。 ”他
划拨经费派员先行试办之后， 又在哈密、
昌吉、阿克苏、乌什等九地创设牛痘官局，
从内地招募痘医，种痘防病。 1884 年，刘
锦棠将创设牛痘局一事呈报立案，成为定
制。 1890年，新疆裁撤各种冗局，但在护
任巡抚魏光焘的奏折中，13 处牛痘局“因
地制宜，刻难裁减”，都保留了下来，这是
新疆现代卫生机构的起源之一。

江南、西北之外的两湖、中原、直隶、
东北等地， 也纷纷在这一时期创办牛痘
官局。牛痘官局于同光年间普设，并非偶
然的历史现象。一方面，它是泰西牛痘之
法在晚清逐渐传播、扩展的过程，体现了
时人对现代免疫科学的接受。另一方面，
地方官员普遍热心开局，在于其“有利无
弊”。种痘以预防天花，并非西方首创。晚
明出现于江西弋阳和皖南的种人痘术，
在清代其实已经遍及大江南北。 人痘法
有一定的危险、禁忌较多、效率不高。 不
过，若没有 16 世纪中叶以来施种人痘的
中医防治传统， 晚清国人也就无法很快
认识到牛痘法的优点，从而迅速接受它。

慈善、防疫与制度变迁

理解同光年间牛痘局普设， 需要回
到当时的新旧传统中“观看”。“局”作为
职官机构的名称，古已有之。古代的“局”
零星散见于史籍， 基本与皇家或者手工
业相关，譬如尚食局、尚药局、织造局等，
具有一定的技术
性传统。但数量庞
大、 种类繁杂、功
能多元且处理众
多 行 政 事 务 的
局， 则开始于晚
清。 19 世纪五六
十年代， 为了应
对太平天国战事
的需要，清廷地方
督抚在传统正式
官僚体制之外，成
立了诸多“专事专
办 ” 的 临 时 的

“局”，自此开启了
晚清督抚因事设

局的传统， 导致同治至清末新政这一段
时间大量“局”的涌现，许多局旋设旋撤，
也有一些“局”逐渐固化下来，成为今天
卫生局、教育局等现代科层组织的前身。
牛痘局的普设， 也应该放在晚清设局的
新制度传统中理解。

地方设官局施种牛痘， 很大程度上
是多出来的事务， 传统的府厅州县常官
组织无法应对。“局”具有体制外的灵活
性，督抚可以一定程度上根据需要，因事
设局。 施种牛痘需要在技术、经费、管理
上与绅商为代表的地方社会力量打交
道， 委绅设局或者官督商办的设局灵活
性可以较好协调官方与非官方力量。 在
这个过程中，以牛痘局、洋务局等为代表
的技术性局， 逐渐走上从专办某事到专
职分工的科层制之路。 许多地方的牛痘
局都演化成后来的防疫局、卫生局，是近
代专门的防疫机构和卫生机构的前身和
渊源所在。

同治之后的牛痘局， 多具有官局色
彩。 不过，早期定位为慈善组织的善局、
义局传统， 也一直影响着牛痘局的开局
与运营。各地牛痘局的开局选址，一般都
在祠堂、庙宇之中，这些空间本来就是传
统意义上的慈善机构所在地。晚清以来，
地方社会形成了诸多带有慈善性质的局
堂会所，比如育婴堂、济良所、掩骨会、牛
痘局等。 官员与乡贤都乐于主持襄助这
一类事务。 清末《济南报》上有一篇临朐
县县令呈请开办牛痘局的禀文， 很能体
现官员所思所想。 地方官秉持的理念是
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爱民”，继而从造福
一方的角度来看， 通过捐廉设牛痘局不
仅能成为官员办新政的政绩， 也可以为
本人“积德”，更能与绅商一起，成为方志
中的书写和记载对象，流芳后世。

对于地方绅商而言， 与官方合作创
设牛痘局，是功在乡里的善举。纵观晚清
各地牛痘局， 地方社会力量的介入程度
决定着其能否有效和长久运营。 首先是
经费问题。官方在开局和运行之际，尽管
会划拨一定经费， 但更多需要地方社会
的捐助。 商人的直接出资、捐钱的利息、
田地出租的租金共同构成了维持牛痘局
运营的常年经费。以天津牛痘局为例，它
能够很好运营， 离不开盐商的持续资金
援助。经费之外，地方绅商也参与到局务
管理之中。 牛痘局的核心业务是施种牛
痘，但具体牵涉到痘苗引进保存、种痘的
技术和刀法、生徒的培养等，都离不开地
方绅商的参与。 （据《光明日报》）

1842 年 3月，身处京师官场的曾国藩，写给湖
南的家信中有如下一段话：孙男女皆好，

拟于三月间点牛痘。 此间牛痘局系广东京官请名医设局
积德，不索一钱，万无一失。 这封家书中提到了“点牛痘”
和“牛痘局”。借助于大航海之后东西方交通的便利，1805
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揭开了晚清防治天花的施种牛
痘时代。 专门为“点牛痘”而设的“牛痘局”，是传统地方慈
善组织的延续，也是晚清新设众局中的一局，更是近代专
门防疫机构的滥觞。

”1817 年，广东人邱熺
用阴阳五行学说和穴位
经络理论出版了一本 《引
痘略》，来向中国人介绍安
全可靠的牛痘法 ，可称为
是中国近代免疫学的开
山鼻祖

上海七浦路 66 弄原有牛痘局一所，其界碑今被收藏在上
海有恒博物馆内


